
国史中的社会史: 学科定位与基本框架

———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的编撰与心得

李 文
*

摘 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的写作完成，是国史学科体系和

构建国史中的社会史的基本框架的创新之举。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发展的历程、特征和规律，这里的 “社会”是个与经

济、政治、文化等相并列的“小社会”，主要包括社会结构、社会管理、民

生和社会事业、社会生活、社会心态 ( 社会心理、社会思潮) 等。从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出发，新中国社会发展史也就是围绕民生主线开

展的社会建设史，据此可以梳理出新中国社会进步的阶段性特征。总结新

中国 60 余年的社会发展历程，成就突出，问题也不少，但是除了一个时期

的工作失误和指导思想出现偏差以外，存在的问题大多是发展不足、不平

衡造成的，问题的解决过程便是不断发展的过程、不断进步的过程。希望

这本即将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能够对丰富国史、党史的学习

有所贡献，也能够对推动中国今后的社会建设、社会转型和社会发展提供

一定的经验支撑。

关键词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 社会建设 社会发展 基本框架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社会建设、推

动社会发展的历史。60 多年来，新中国在社会建设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经历了多次曲折和失误。对这段历史做一系统的梳

理和总结，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

国研究所社会史研究室自 2010 年组建以来，即以研究和创建中华人民共和

国社会史这一新的分支学科为己任，经过近三年的学科调研和资料储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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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2013 ～ 2014 年用两年的时间，在诸多学界先辈和同仁的指导和帮助下，

集全室之力完成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和社会科学创新工程项目——— 《中

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 ( 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 ) 。在该书即将付梓出版之

际，在这里将本书的写作背景、过程和研究得出的一些主要结论做一介绍，

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的学科定位和写作背景

( 一) 学科属性和写作背景

顾名思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首先是社会史，属于中国现代社会

史或当代社会史的范畴。中国的社会史研究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复兴以来

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社会史研究的日益兴旺，不仅改变了以往史学研究中

政治史、经济史和文化史三分天下的单调格局，而且拓展了领域，丰富了

选题，充实了内容。但是迄今为止的社会史研究，大多围绕明清时期或者

近代中国进行，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仍然十分薄弱，是一个亟待拓荒的领

域。可喜的是，近年来这一局面正在发生变化，与中共十六大以来贯彻落

实科学发展观、大力开展民生建设、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社会大局相适

应，社会史的研究正在逐步从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向中国现当代史领

域延伸，在农村社会史、区域社会史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史方面涌现

出不少研究成果，比较典型的如: 北京师范大学朱汉国教授主持的课题组

凝聚了一批致力于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生力军; 以行龙教授领衔的山西

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在农村社会史研究方面扛起了一面旗帜; 上海的

一些高校在城市社会史研究方面也取得突出的进展; 此外，同一领域的研

究力量还见于南开大学、南京大学等。许多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 ( 尤其是

一些社会史研究基础较好的高等院校) 正在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投向社会

史资料特别是基层档案资料的搜集和整理，研究者 ( 特别是研究生) 热衷

于从这些资料中确定论文的选题，在新中国微观社会史的研究方面取得了

不少进展。但是贯通下来的、较为全面的宏观社会史研究成果仍不多见，

中国现当代社会史的理论体系和框架结构尚待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

史》系为此做出的一次初步的尝试。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同时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

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简称国史，是以新中国的历史为对象的相对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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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是中国近代史的自然延伸。改革开放以来，国史研究日渐繁荣，并

逐渐形成自己的学科体系和研究范畴，陆续出版了大量的通史和专门史学

术著作，相关成果已经难以胜计。但是，在国史专门史领域，研究相对成

熟一些的是政治史、经济史和外交史，文化史也有了一定的基础，而社会

史的研究如上所述还相当有限，基本是一片空白。社会史研究的 “缺席”

不但影响了新形势下国史资政育人功能的发挥，也使得长期以来出版的国

史著作与中共党史新中国成立后部分的内容基本雷同，其学科的独立性颇

受质疑。学界已有共识，如果说国史与中共党史有所区别的话，中国当代

社会史可能是极为重要的领域之一。适应这一需要，近年来中国当代社会

史的研究在国史学界崭露头角，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本身就像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治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史一样，是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的一个分支学科的面目出现的。

中国当代社会史以独立的国史分支学科的面目出现，始于 2010 年以后。
2010 年，当代中国研究所成立社会史研究室; 同年，国家社科基金首次将

中国当代社会史列为重大招标项目。2011 年 4 月，当代所社会史研究室与

《当代中国史研究》杂志社、安徽师范大学联合举办了首次当代社会史专题

研讨会，重点研讨学科建设问题。10 月，又与河北大学历史学院联合承办

“新中国社会变迁与当代社会史研究”学术研讨会，意在推动当代社会史研

究的学科建设和深入开展。随后，研究室开展了大量的学科调研，向社会

史研究有一定基础的单位、前辈和同行取经，并就若干基本理论问题就教

于社会学界的学者。经过调研，我们认识到了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也明确

了研究室肩负的担子和发展的目标。基于中央赋予当代中国研究所的特殊

使命和我们自己的优势所在，我们选择了以 “开拓创新，打造国史中的社

会史”为研究室的基本取向。2013 年，研究室奉命开始撰写 《中华人民共

和国社会史》，并被列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与社会科学创新工程项目。

( 二) 写作过程和本书主要特点

鉴于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还基本上是一片处女地，撰写一部完整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具有拓荒性质。如上所述，社会史研究室从 2010

年一成立就部署开展了以补课和摸底为宗旨的学科调研，并在 2012 年先后

申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 “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现状与学科体系”

和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 “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通过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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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调研和课题研究，明确了我们的研究对象和学科定位，熟悉了该领域

的研究方法，初步构建起了一个比较成熟的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2013

年我们开始启动创新工程项目研究。这一年的主要工作是在明确项目组成

员分工的基础上，撰写大事记，初步掌握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的阶段性

特点，草拟写作大纲并结合所内外多位专家的意见展开充分的讨论，同时

补充学科调研、搜集资料撰写初稿。进入 2014 年，我们先是形成写作规范

提供给大家遵循，形成样稿提供给大家参考; 然后在各自写出初稿后由首

席专家提出详细意见，修改后形成征求意见稿，于 9 月召开专家研讨会，进

一步听取所内外专家的意见，据此部署了新一轮的修改。就这样，在大家

多次修改后，由首席专家做了进一步的统筹、加工，形成了该项目的结项

稿。就结项稿而言，总体上看，项目的研究达到了预期目的，但时间仓促，

提交出版前还需要再加认真雕琢、打磨。比如，是否将 “文革”时期独立

成一章来写还可再议; 章、节、目的标题仍需推敲; 内容上个别章节还有

失衡、详略不当或者缺漏现象; 数据出处多数地方都做了明确的注明，但

有的地方还比较笼统; 文字、措辞还要多加注意; 等等。结项后，项目组

对结项稿存在的问题，结合评审专家提出的意见，一一加以改进，最后由

首席专家做了进一步的统改，2015 年 4 月正式进入出版程序。

本项目的研究不论在国史学界还是在中国的历史学界都是一个全新的

尝试。它不是中国古代和近代社会史的简单延伸，而是本着国史研究的主

题、主线和分期构建起的一个全新的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框架，并第一次

粗略地勾勒出了 60 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点

和基本脉络，不但填补了国史研究、社会史研究的空白，也为党和国家

“五位一体”的总体战略布局、加快社会建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社会史

领域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撑。项目的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

遵循中共中央第二个历史决议和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

本精神; 研究方法和框架设计上除了国史、党史研究的现有基础以外，还

广泛借鉴了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成果。

全书共六章，以基本民生为主线，分期上没有固守国史、党史的传统，而

是体现了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内容阐释上追求尊重史实，客观公正，

结合国史大背景，尽量揭示出社会发展的基本点、基本脉络和主要成就，

同时对发展中的曲折、工作中的失误也不回避、不轻描淡写，重在总结经

验、揭示规律; 注意了各章节的前后照应，努力实现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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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统一; 与其他专史 ( 如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等) 相重合的地方，同

样也体现出了社会史视角的不同、侧重点的不同。行文上符合文字简洁、

详略适当、引注规范、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的基本要求，各章话语体系和

语言风格基本一致。

上述评价是项目结项时评审专家书面意见的一个简单综合，我想可能

有点过誉了，不足之处肯定还很多。本书的写作在国史学科和社会史学科

兼具拓荒性质，任务之艰巨不言而喻，也因此受到了当代中国研究所领导

和学界前辈的高度重视和鼎力支持。中国社科院前副院长兼当代所所长、

现任求是杂志社社长李捷同志从始至终对本书的写作给予了精心的指导;

著名社会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陆学艺先生生前参与了写作

大纲的研讨和修改; 著名中共党史专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第二研究

部主任张化研究员不但参与了大纲的研讨，而且抱病前来我所对初稿提出

修改意见; 国史专家、当代所资深研究员田居俭先生同样为大纲的拟订和

初稿的修改贡献了许多宝贵意见，他是最早倡导把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提

上日程的著名学者之一。参加本项目结项评审的专家还有中国人民大学李

路路教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理研究员、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庞松研

究员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研究所王跃生研究员等。专家们高度评

价本项目的创新意义，对项目的结项稿赞誉有加，同时也提出了一些中肯

的意见，对本书的统改提供了诸多帮助。在此，谨向这些前辈和同仁致以

诚挚的谢意。

二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的基本框架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发展的历程、特征和

规律。
“社会”素来有“大社会”“小社会”之分。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总体布局是个“大社会”，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中的 “社会”与

这个总体布局中的“社会建设”内容大致相当，所以是个 “小社会”。中共

十八大报告将社会建设的内容归纳为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

健康和社会管理几项，这当中，除了社会管理以外，其他几项传统上都属

于广义的社会事业的内容，也大致与人们常说的 “民生”这个概念的内涵

相当。中共十八大报告同时也将社会体制改革纳入了社会建设的内容，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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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包括社会管理体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和社会管理

机制等。基于这些内容，本书借用社会学的范畴构建了社会史的基本框架，

主要包括社会结构、社会管理、民生和社会事业、社会生活、社会心态

( 社会心理、社会思潮) 等。

( 一) 社会结构

社会结构主要包括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区域结构、城乡结构、阶级

阶层结构、社会组织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
人口结构又称人口构成，主要包括人口自然结构和非自然结构。人口

的自然结构即是人口自然变动所形成的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而人口的自

然变动又取决于人口增长类型的演进。考察人口增长类型进化的指标主要

有出生率、死亡率、生育率和自然增长率等，比较高的出生率、死亡率、
生育率和缓慢的自然增长率为传统型，比较低的出生率、死亡率、生育率

和自然增长率为现代型，介于二者之间的统称过渡型。人口增长呈过渡型

的阶段，出生率、死亡率和生育率开始逐步下降且死亡率的下降要早于出

生率的下降，人口自然增长经历了一个由快到慢的过程。① 新中国成立以前

的人口增长是典型的传统型，新中国成立后死亡率迅速降低，人口增长速

度加快，经历了半个世纪左右的过渡型时期，进入 21 世纪以来已明显呈现

代型。需要注意的是，与发达国家的经历不同，中国的人口增长类型转变

主要地不是自然而然的过程，严格的人口政策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

作用，所以在中国，计划生育成为社会事业的一项重要内容。不同的人口

增长时期和增长类型生成不同的人口年龄结构，反过来，不同的人口年龄

结构又会导致不同的人口增长类型。在过渡型的前半段，人口死亡率开始

显著降低，相对于比较高的出生率和生育率，导致少儿抚养比提升，人口

年龄结构比较年轻，增长动能强劲。在过渡型的后半阶段，人口出生率和

生育率显著下降、预期寿命延长，导致人口平均年龄不断向上提升，人口

趋向老龄化，增长动能缩减。到了现代型的人口增长阶段，就完全是个老

龄化社会，进而势必对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产生深远的影响。
未富先老且老龄化呈加速态势，是 21 世纪以来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显著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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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性别结构简单说来就是指人口中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比例。从世界

各地的情况来看，出生人口性别比适度偏高是合理的。每年出生 100 个女婴

就会相应诞生 102 ～ 107 个男婴，男婴比例一定高于女婴。随着年龄增长，

男性死亡率会上升，女性寿命长于男性，所以在高年龄组女性人口往往多

于男性，这是人类性别比变化的客观规律。但是如果出生人口性别比低于

或者高于正常的比例，就会出现婚姻挤压问题，也就是说在一夫一妻制条

件下，有一部分人会一辈子无法结婚。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 1980 年以前

基本正常，1980 年以后突破正常值且一路走高，成为人口自然结构出现的

比较突出的问题，2008 年达到最高值 120. 56。也许有足够的理由将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出生性别比一路走高体现的中国人口自然结构变化，归因于同

一时期出台并付诸实施的新的人口政策、农村土地政策，以及 B 超技术和

人工流产技术发展的叠加效应。这种男女性别比失调问题，将随着这批人

口逐渐成年而显现出来。

人口的非自然结构即人口的空间移动引起的人口地区分布特别是城乡

分布上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地区人口密度和城乡人口结构两个方面。中国

幅员辽阔，又是人口大国，但人口的分布很不均衡，主要偏集在东部各省，

西部尤其西北广大地区则人烟稀少，人口密度由东向西逐步递减。尽管西

部地区总体上人口生育率高于东部地区，而且计划经济时期开发边疆、建

设三线和发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向西部和东北地区迁移了不少人口，改革

以来人口流动加剧、工程移民和生态移民增多、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但 20 世纪 30 年代揭示的胡焕庸线显示的人口分布状况至今没有大的变化，

1949 年线西北 ( 占全国 54. 5%的国土面积) 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6 人，

线东南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119 人; 2000 年前者增加到 13 人，后者增

加到 284 人。受自然的、历史的、经济和社会的多重因素的影响，人口地区

分布的变化比较缓慢，也不显著。但是现代化以前伴随工业化的推动，城

市化加快，人口流动的结果主要体现为城乡人口结构的变化，这是讨论当

代社会史所要关注的重点。各国发展的实践证明，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

特别是工业化水平有较强的相关性，或者说前者是后者发展的自然结果。

但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是个例外，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进程。许

多人将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归结于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这当然很

重要，但根本原因在于当时的工业化速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脱节、就业结

构转换与产业结构变动相脱节，是赶超型经济与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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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相结合的衍生品，而城乡分割的人口管理政策只是这一战略的制度上的

保障性因素。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市场化以后，国民经济结构趋于协调，

就业结构转换得以与产业结构的变动同步进行，因而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

市的大规模流动成为可能，城市化速度随之明显加快。但是户籍管理制度

的藩篱尚未废除，于是就衍生出一个 “亦工亦农”的农民工阶层，于是就

有了新近的新型城镇化政策的出台，这些都是中国有特色的地方。此外，

研究人口的非自然结构还要考虑人口的民族构成。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1982 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正式认可的民族有 56 个，其中以汉族人数最

多，少数民族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虽然不高，分布范围却很广，以分布的大

分散、小集中、大杂居、小聚居为显著特征。一个地区的民族构成状况是

其历史发展的结果，不同民族在人口、文化 ( 包括语言文字) 、宗教信仰、

风俗习惯及经济实力等方面存在差异，民族构成研究有助于认识中华民族

社会变迁的复杂面相。

本书有别于一些人口学界的观点，把家庭结构、职业结构、收入分配

结构、阶级阶层结构、社会组织结构 ( 或社会组织形态) 以及文化教育结

构等，不是放在人口的非自然结构中考察，而是将其视为社会结构所要讨

论的核心内容。

家庭是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人类社会的基本细胞。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

特别是受人口结构、人口流动、婚姻制度变化的影响，家庭的规模、观念

与伦理都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动，家庭中成员的构成及其相互作用、相互

影响的状态，以及由这种状态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联系模式也会发生相应的

变化。农业社会时期的中国历来崇尚多子女的大家庭。但是，从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开始，伴随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流动加剧，特别是由

于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人口增长类型更替和人们观念上的更新，家庭规模

日渐缩小，家庭模式也日益从联合家庭 ( 即由父母和两对或两对以上已婚

子女所组成的家庭，或者是兄弟姐妹婚后不分家的家庭) 、主干家庭 ( 即由

父母和一对已婚子女，比如由父、母、子、媳所组成的家庭) 向核心家庭

( 即由父母和未婚子女所组成的家庭) 转化，甚至出现了大量的父母与成年

子女相分离的空巢家庭。家庭规模的缩小和家庭模式的更替使传统的家庭

养老功能迅速减弱，绝大多数老人依赖的家庭养老模式面临挑战，这是中

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遇到的新课题。农村的家庭结构变动值得格外关注，

因为隐藏在其背后的是农村劳动力结构的深刻变化和越来越多的留守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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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老人问题以及农村的 “空心化”。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们在社会上除了通过血缘纽带组合成核心

的、微观的家庭以外，还通过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所结成的社会关系区

分为不同的阶级，并通过职业纽带和分配上的不平等结成拥有相对稳定的

社会特征的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社会利益集团。新中国成立初期主要是四大

阶级，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改造完

成后，资产阶级被消灭了，公有制一统天下，人们所从事的职业相对比较

固定，分配上的差距不明显，阶级结构上形成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

识分子阶层的基本格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所有制结构的快速演变、人

口流动性增强和职业分化加剧，原有的 “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分

层结构出现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农民阶层和产业工人阶层此消彼长，

并且农民出现了流动性加剧和日趋兼业化的特点，农民工逐渐成了产业工

人队伍的主体; 另一方面，涌现出一些新的社会阶层，① 包括民营科技企业

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

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人员等，这当中许多人是从工人、
农民、干部和知识分子中分离出来的。与此相伴随的是不同职业、不同地

区、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的拉大，社会分化日趋严重，不同的阶层逐渐

形成了不同的社会价值观、行为方式和利益诉求，相应的，管理者需要处

理的社会事务也日趋纷繁复杂。
社会组织结构 ( 或社会组织形态) 因与社会管理体制有关，我们将其

放在社会管理中讲。人口或居民的文化教育结构则因与人力资源有关，我

们将其放在社会事业中讲。

( 二) 社会管理

社会管理主要是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促进社会系统协调运转，对社会系

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
协调、指导、规范、监督和纠正社会失灵的过程。2013 年中共十八届三中

全会用“社会治理”取代了“社会管理”的概念，不单单是提法上的变化，

还意味着管理理念、管理格局、管理方式的变化，本书主要考察中共十八

大以前的社会发展进程，故仍然沿用“社会管理”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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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说到这里，很多人会想到“中产阶级” “中产阶层” “中间阶层”这些很流行但内涵极不

确定的概念，本书不拟采用。



2011 年，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

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形成一定的社会秩序，就必须有一定的社会

管理。社会管理的根本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保障人民安

居乐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营造良好社会环境。要实现这个根本目的，

必须着力完成七个方面的基本任务，包括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

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维持社会

和谐等。① 这一概括对我们研究历史上的社会管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社会管理首先要有明确的管理对象和管理者。社会管理的管理对象是

社会事务，这是不言自明的。在中国，传统上负责或参与社会管理的主要

包括中国共产党机关、国家机构、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群团组织和基层

群众自治组织等。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有

了较快的发展并在社会事务管理中体现出越来越大的作用，于是从 2006 年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开始，官方开始正式采纳 “社会组织”的称谓，并将

传统上的“民间组织”纳入了创新社会管理、构建和谐社会的工作大局。

社会组织称谓的提出和使用，有利于纠正社会上对这类组织存在的片面认

识、形成各方面重视和支持这类组织的共识，也是与这一时期社会组织的

发展有所提速的大趋势相适应的。

社会事务是通过一定的社会管理体制和社会管理机制来运行的。在中

国，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的是政府 “一竿子插到底”的社会管理方式，政府

对社会事务大包大揽，负有无限责任，因而不存在社会组织活动的空间。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适应社会结构转型的新形势新要求，政府开始提出多

头治理、齐抓共管，落实到社会管理体制上就是要形成 “党委领导、政府

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新格局，中共十八大以来又增加了 “法制

保障”的新要求，在管理机制上强调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

合。在基层管理方面，计划经济时期基本上是 “单位制为主，街居制为辅”

的管理体制，政府把社会管理事务落实到各个不同的 “单位” ( 在农村是人

民公社) ，由其对本 “单位”包括全体职工生老病死在内的社会事务负全

责，于是就出现了“大而全、小而全”、“单位” ( 包括企业) 办社会的局

面，职工对自己的 “单位”也就有了依附性。在城市，凡是 “单位”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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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的管理死角，凡是不属于“单位”的人员，交给街道和居民委员会负责;

在农村，则是建立了以 “鳏寡孤独、老弱病残”为对象的 “五保”供养制

度。改革开放以来，先是在农村废除了 “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实

行土地承包经营，家庭重新成为基本的经营单位和社会组织单位，自主经

营的农户不再依附于土地和农村 “社区”; 然后是城市里的企业放开搞活、
改革经营体制和用工制度，事业单位也逐渐将社会事务剥离给社会，所有

制多样，就业形式多样，人口流动性增强，“单位人”逐渐成了 “社会人”，

街道和居委会逐渐演变为 “社区”，负责服务的社会对象日渐庞杂，负责管

理的社会事务越来越多，也就越来越要求 “政社分开”，变 “单位制以主，

街居制为辅”为“社区制为主、单位制为辅”，变政府的垂直型管理为齐抓

共管的扁平化管理，同时还要充分发挥基层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的作用。
这是社会管理体制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变化。这一变化，特别是社会

结构、社会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化，也促成了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和社会管理

方式的变化，概而言之，就是变管理为服务，变无限责任为有限责任，所

以政府对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政府的公共品供给能力和供给水平，是研

究社会管理时需要特别关注的。社会和谐程度和公民的满意度、幸福感，

是政府社会管理绩效的最终体现，关键要看政府对社会问题抓得准不准，

处理得是否及时、是否公正透明。
本书不采用“公民社会”的提法，因为它不适用于当代中国。近年来，

源自西方的“市民社会”或 “公民社会”① 在学界讨论社会管理时成为最

常用的概念和理论框架。然而将这样的理论框架套之中国却有南辕北辙之

嫌，且不说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所谓 “公民社会”，新中国是共产党一党

执政多党参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即便是市场化改革以来社会结构发生了深

刻变化，社会组织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因为有基层党组织做保障，中国

的基层社会也不会发育成为 “国家”的对立物，这是中国社会组织结构中

一个独特而又不可忽视的内容。按照生产单位、工作单位来建立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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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所谓“宪政”即是与“公民社会”相对应的概念。至于“市民社会”，本指市民自

治体，也被用来指称资本主义社会，在中国则多与“公民社会”相混称。



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组织原则。这个原则，使其组织基础融入社会

组织的细胞之中。长期以来，有赖于基层党组织在基层群众中的 “桥梁”

和“纽带”作用，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开展群众工作的最大优势。

( 三) 社会事业

传统上的社会事业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或其他组

织举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在中国各级政

府发布的相关文件中，社会事业包括教育、医疗卫生、劳动就业、社会保

障、科技、文化、体育、社区建设、旅游、人口与计划生育等方面的内容。

本书没有刻意去区分社会事业与民生事业这两个概念，只是在有的章节里

将劳动就业、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建设、扶贫开发等与民众生活直接相

关的内容视为基本民生的范畴，将教育、健康和人力资源开发等与社会发

展相关的内容视为社会事业的范畴。

就业是民生之本，新中国的民生事业就是从解决千百万人的失业问题

开始起步的。从 1953 年起，新中国开始启动政府主导的工业化进程和大规

模经济建设，与生产资料的统一调配相适应，建立了劳动力统包统配制度。

这也是为了保证农产品供给，防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与之相配套的还

有人们熟知的统购统销制度和户籍管理制度。在严格的户籍管理之下，农

村成了劳动力的蓄水池，经济困难时期大量劳动力及其家属从城市被下放

到农村，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其实主要也是着

眼于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知青返城和迫不得已推

行的允许自主择业、自主就业，使得劳动就业制度与农村土地家庭承包一

起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改革以来，农村释放出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转移到非农产业，城市形成劳动力市场，劳动力的统包统配制度向劳动合

同制转变，最终建立起了与市场经济新体制相适应的灵活多样的就业制度。

在就业体制转换和就业保障方面，要特别注意 20 世纪 90 年代城市经济体制

改革阵痛期的情况，这一时期针对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出台的一些政策对市

场化改革以来的社会保障体制构建意义深远。

社会保障是民生之基。新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以劳动保险制度为重

点建立起来的，1956 年出台的 《劳动保险条例》是计划经济时期以职工为

对象的社会保障的基本制度，与其相配套的还有公费医疗制度和住房分配

制度。在农村，主要是以集体经济为依托的 “五保”供养制度和合作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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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尽管并不完善、覆盖范

围小、保障水平相对较低，但它是与当时的经济水平、经济体制和社会管

理体制相配套的，对那个时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改革以

来社会保障体系的重建，是伴随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逐

步展开的。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下半期为确保国企改革顺利推进出台的一

些重要举措，初步搭建起了以养老、医疗、失业三大保险为主的企业职工

社会保险基本框架的 “雏形”。进入 21 世纪以来，作为民生政策的基础工

程，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走上了城乡统筹、覆盖全社

会的快车道，初步建成了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

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

补充的项目齐全、覆盖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框架，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社

会保障计划。当然，框架是搭建起来了，但存在的问题还很多，还很不

完善。

住房直接关系到民生，住房保障同样是社会保障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内

容，这一点似乎容易被忽视。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居民是自建住房，这一

点一直没有多大变化。城市居民在改革以前实行的是以国家统包、无偿分

配、低租金、无限期使用为特点的实物福利性住房制度，住房短缺严重，

政府负担重，积累的问题较多; 改革以来全面推行住房商品化、社会化，

住房私有率增高，与此相应，为了解决困难群体的住房问题，建立了公积

金制度和住房保障体系，并实施安居工程，不断加大保障房建设和棚户区

改造力度，大批城镇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得到解决，但是过高的房价

收入比是现存的突出问题。

收入是民生之源。但是，收入的变化直接关系到居民的消费和日常生

活，所以我们将其放在社会生活中讲。又鉴于收入分配对社会分层的影响

较大，所以前文所言社会结构的讨论也会涉及收入问题，特别是收入不平

衡等问题。

扶贫开发是头号民生工程，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大亮点，联合国千

年计划目标的实现主要归功于中国。但是，政府有意识的扶贫开发是在改

革开放以后提出并大规模实施的，此前对贫困人口主要依靠社会救助 ( 社

会救济) 。从 1986 年起，中国政府开始成立专门扶贫工作机构，确定贫困

标准，安排专项资金，制定专门的优惠政策，并对传统的救济式扶贫进行

彻底改革，确定了开发式扶贫方针。自此，中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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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计划、有组织和大规模的扶贫行动，从开发式扶贫到扶贫攻坚，从集中

连片扶贫到精准扶贫，针对性强，手段、方式多种多样，政府投入力度不

断加大，扶贫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减贫 6. 6 亿人，超过世界人口

大国美、俄、日、德四国人口的总和，这是 1978 年至 2013 年中国按照国际

扶贫标准累计减少的贫困人口数。① 当然，迄今为止的扶贫工作指向主要是

农民，城市扶贫还是依靠社会救助 ( 社会救济) 。
教育事业和健康事业是社会发展的两大支撑。教育本身是文化史、教

育史研究的范畴，社会史关注的是教育体制变动和教育事业发展带来的人

口文化素质的变化，主要考察的指标是文盲率 ( 成人识字率) 、人均受教

育水平和教育公平。健康本身是营养和公共卫生领域研究的范畴，社会史

关注的是医疗卫生体制变动和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带来的人口健康水平的变

化，主要考察的指标是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以及婴儿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

等。教育和健康互为前提、互相转化，共同决定一国的人力资源水平。新

中国成立以来，教育事业和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成就显著，人口的文化素质

和健康水平有了极大提升，以人文指数衡量的社会发展水平一直位居发展

中国家前列，但是新时期教育体制和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经历了一些曲

折，教育公平和教育质量诟病较多，医疗资源分布极不均衡且供需矛盾突

出，人均预期寿命的增长速度明显慢于改革以前，其中的原因值得深入

探究。

( 四) 社会生活

社会生活主要包括收入和消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等方面的内容。
本书考察这些内容有时也会照顾到消费环境和消费需求的变化。生活质量

同样也应当是社会生活的题中之义，但对此目前还缺乏一个客观可行的衡

量标准。
社会生活同样有生存和发展两个方面，所谓 “温饱”问题指的就是生

存问题，这是人类一切发展的前提，“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恩格尔系数是一个很好的观察指标。客观地讲，中国

居民的温饱问题一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才得到基本解决。计划经济时期食品

和日用品供应紧张，为了应对人口快速增长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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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实行统购统销和票证制度，勒紧裤带 “闹革命” “搞建设”，全社会

节俭成风，居民收入长期得不到提高，日子过得紧紧巴巴，“大跃进”之后

甚至出现了大量的人口非正常死亡现象。这里有很多经验教训值得总结，

包括发展目的问题、工作中心问题、工业化道路选择问题、长远利益与短

期利益问题、积累与消费问题等。改革开放后的社会生活改善有两个重要

的节点，一个是 20 世纪 90 年代市场供求关系实现了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

的历史性转变，中国人民千百年来衣食无虞的梦想成为现实，在此基础上

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了由温饱到总体上达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另一个是进

入 21 世纪这十多年来，先是食品安全问题凸显，其后是环境污染成为全社

会关注的焦点，表明民众从追求“吃饱”到追求 “吃好”进而到追求 “活

好”，发展需求已经上升到了第一位置。相应的变化也体现在人的自我发展

方面，体现在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方面。考察新时期的社会生活变化，还要

注意市场化改革、国际交往、交通便利化以及信息产业迅猛发展带来的深

远影响。

( 五) 社会心态、社会心理、社会思潮

社会心态是人们对自身及现实社会所持有的较普遍的社会态度、情绪

情感体验及意向等心理状态。社会心理是更进一步的概念，指在一段特定

的时期内弥漫在社会及其群体中的整个社会心理状态，是整个社会的情绪

基调、共识和价值取向的总和。此前，已有人研究过 “大跃进”时期和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社会心态和社会心理，做这样的研究需要点心理学和

社会学的基础。新时期以来也搞过一些重大政策出台前后的舆情或心态调

查。2011 年 4 月 21 日至 5 月 26 日，针对当时由拆迁动迁所引起的冲突事件

以及“被精神病”事件等， 《人民日报》开辟 “关注社会心态”专栏，连

续发表了题为《“心态培育”，执政者的一道考题》《执政者当以包容心态对

待“异质思维”》《用公平正义消解“弱势心态”》《希望杜绝一切非理性言

行是不现实的》《执政者要在喧嚣中倾听沉默的声音》的 5 篇评论。这是官

方权威媒体首次集中讨论社会心态问题。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中国社会

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开始发布有关社会心态研究的年度报告，为我们研究

新时期的社会心态变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社会思潮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心理基础之

上，具备某种相应的理论形态并在一定范围内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带有某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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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性的思想趋势。鉴于社会思潮是社会心态和社会心理的直接反映，因

此本书在多数章节是将社会思潮作为考察的重点。社会变动最为剧烈的时

期，往往也是社会思潮最为活跃的时期，有正面的社会思潮，也有负面的

社会思潮，社会史的研究重点不在于社会思潮本身，而在于揭示社会思潮

的社会动因。对社会心态、社会心理的研究也是同样道理。比如当下社会

大众比较普遍的信任缺失和心理失衡，就有社会转型期复杂的社会动因:

人们逐渐脱离原来的熟人社会形态，改变了原来的信任格局，人际信任下

降是自然的结果; 社会转型中市场经济秩序不完善、法律法规不完善或得

不到很好执行，欺诈行为时有发生，人们的信任度也会受到影响; 在资讯

发达的今天，人们获得了更多的间接上当受骗经验，这一切使得人际信任

不断降低; 至于民众对基层政府、政法机关的信任度不高，对广告、房地

产、食品制造、药品制造、旅游和餐饮等行业的信任度很低，很大一部分

原因是一些政府官员的不作为、乱作为或贪污腐败; 社会体制改革滞后一

定程度上导致社会流动停滞和阶层固化，社会上有关 “富二代” “官二代”
的负面新闻增多，自然会加重人们的心理失衡。还有就是比较普遍的、不

同程度的焦虑情绪。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人们的生活节奏明显加快，

工作压力加大，社会分化和竞争加剧，焦虑已经不再是 “弱势群体”的专

利，而渐成一种普遍心态。

( 六) 其他

从国家层面考量，社会建设服从于社会发展战略或规划的统筹安排，

因此本书将不同时期的社会发展战略 ( 构想、规划) 作为背景加以阐述。
新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发展战略至少要从 1949 年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共同纲领》谈起，甚至可以从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讲起，

此后还有关于“大跃进”和发展人民公社的一些设想， “四个现代化”，

1966 年的“五七指示”，以及改革以来的 “小康社会”、“三步走”、“新三

步走”、“中国梦”及 “两个 100 年目标”等。需要指出的是，社会发展战

略或设想中的“社会”是个“大社会”，本书在阐述时只是重点强调其中涉

及“小社会”的内容。特别注意五年计划 ( 或规划) 的制定和实施，尤其

是从“六五”计划 ( 或规划) 以来，除了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外，还增加了

社会发展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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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的主线和分期

( 一) 主线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据此我们可

以认为，社会的基本矛盾决定着社会发展的主线。中国共产党对新中国社

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社会基本矛盾的判断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1956 年

中共八大明确提出: “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

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

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

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

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

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

为先进的工业国。”① 八大对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社会基本矛盾的

判断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

八大提出的正确意见后来没有能够坚持下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实现了

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1981 年做出的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

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确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 32 年特别是

10 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再次明确指出: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

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

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② 这一提法一直沿用下来。6 年之后的中共

十三大提出了更为成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指出: “我国从五十年代

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

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既不同于社

会主义经济基础尚未奠定的过渡时期，又不同于已经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的阶段。我们在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

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会长期存在，

842

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 2016 年第 1 辑 ［总第 3 辑］

①

②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人民日报》1956 年 9 月 28 日。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 下) ，人民出版社，1982，第 168 页。



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① 既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

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那么不断解决这一矛盾

就构成这个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线。经济是基础，是手段，落实到社

会层面就是要着眼于民生问题的解决，这也是与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宗旨完全一致的。

( 二) 分期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把中共十八大以前新中国 60 余年的历史分作六个

阶段加以讨论。从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到 1956 年中共八大召开之前是第一个

阶段。这个阶段革故鼎新，为新中国未来的社会建设奠定环境基础和制度

基础。从 1956 年中共八大到 1976 年 “文化大革命”结束是第二个阶段。

这个阶段历经曲折，但是大规模开展的工业化建设为下一步的民生改善打

下了比较坚实的经济基础，而且人们从亲身经历的探索和曲折的反思中获

得了开辟新路、改革开放的精神动力。之所以将这 20 年放在一起来看，主

要是基于这一时期的民众生活变化不大，相关体制包括计划经济、二元结

构、单位体制等也一直延续下来，还有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战略和越

来越“左”倾的指导思想等。从 1976 年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到 1982

年是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时间不长，是一个结束动乱后休养生息、拨乱

反正的阶段，执政党的工作重点重新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从酝酿、

徘徊、躁动中逐步形成改革开放的新思路，中国再次迎来发展经济、改善

民生的春天。从 1982 年到 1992 年是第四个阶段。这个阶段开启了全面改革

的新征程，基本解决了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从 1992 年到 2002 年是第五个

阶段，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接

下来的 10 年是第六个阶段，提出要建设更高水平更为全面的小康社会，民

生建设民生保障受到空前重视。也正是在这个阶段，中国成为中等收入国

家，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各阶层利益多元化，社会矛盾易发多发且极

为复杂，为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需要实现更加和谐更加协调的

发展，因而社会建设的地位大大提高。

新中国 60 余年的社会发展史，也就是围绕民生主线开展的社会建设史。

特别是改革以来几个阶段的民生进步和发展取向，也暗合着马斯洛揭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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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需求层次阶段性台阶式提升的基本走势。

四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的基本结论

下面，我们再进一步展开介绍一下本书各章得出的一些基本结论。

( 一) 分阶段看社会发展的主要成就

新中国成立后，用了 6 年的时间完成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新民主

主义社会再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两次历史性跨越，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

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这 6 年里，新生的政府通过建章立制保障

和维护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地位和权利，通过恢复经济、稳定物价、解决

就业、社会救济等手段积极改善民生，通过移风易俗、扫除文盲、教育引

导、树立英模净化社会风气、培养一代新人。人民群众不仅获得了和平、
安宁的生活环境，而且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公共服务的改善也让老百姓真切

体验到了新中国、新社会的美好和优越。国民经济恢复后的 1952 ～ 1956 年，

人均 GDP 从 119 元增加到 166 元，总人口从 5. 7482 亿增加到 6. 2828 亿，居

民消费水平从 80 元增加到 104 元。① 全国人口预期寿命从 1949 年的 35 岁左

右提高到 1957 年的 57 岁，② 平均每年都有上百万劳动人口摆脱文盲。
其后，中国用了 20 年的时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

探索和实践。这 20 年里，中国有许多不成功的尝试，指导思想不时出现偏

差，甚至出现了“大跃进”和 “文化大革命”两次严重失误，付出了沉重

的代价，但是也取得不少成功的经验; 中国的人均 GDP 从 1957 年的 168 元

增加到 1976 年的 318 元，增长近 90%，但居民消费水平只增长 45%，农村

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不降反升，职工工资从 624 元下降到 575 元，生活必需品

供应匮乏; ③ 中国的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尤其

是城乡人民的健康水平大大提高，人均预期寿命从 1957 年的 57 岁提高到

1975 年的 68 岁以上④，增长速度为世人所瞩目; 中国依靠独特的体制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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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原始数据参见国家统计局编《新中国 60 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第 611、608、616
页。
原始数据参见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社会统计资料 ( 1993) 》，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第 33
页。
原始数据参见国家统计局编《新中国 60 年》，第 611、616、610 页。
原始数据参见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社会统计资料 ( 1993) 》，第 33 页。



了全体人民的基本民生需要，在此基础上节衣缩食、艰苦奋斗，发挥集中

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优先发展重工业，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

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并且维护了国家的安全和独立。

其后，中国用了 5 年的时间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

的新征程。这 5 年里，在结束了十年动乱之后，党和政府在采取休养生息政

策的同时，清算和改正 “左”倾错误，调整了社会关系，开展了一场广泛

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成功地实现了全党工

作重心向现代化建设的转移，经济发展的目标也重新回到基本民生建设上

来; 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不但解放了生产力，同时也深刻地改变着农村

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 而城市开启的自主择业、扩大企业自主权，以及

设立经济特区和对外开放的改革，不但增强了经济发展的活力，也给传统

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打开了缺口; 高考制度的恢复则不但促进

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和人力资源的开发，同时也为新时期的社会流动开辟了

新的途径。

其后，中国用了 10 年的时间进行了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经验性改革。

这 10 年里，中国明确了自己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判断，形成了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实现了对 “什么是社会主义”和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认识上的飞跃，提出了从 “翻两番”到 “三步走”

的社会发展战略以及先富到共富的发展策略。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这一时期，中国的人均 GDP 增长 1. 28 倍，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 0. 75 倍，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0. 71 倍，① 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世界平均水

平，城市副食品供应问题基本得到解决，除极少数贫困地区外基本上解决

全国居民的温饱问题; 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成为基本国策，教育事业有了

较快的发展，尤其是初等教育得到加强，但合作医疗解体，农村医疗体系

基本处在空白状态; 城市户籍制和单位体制逐渐松动，“乡政村治”格局初

步形成;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加快，小城镇发展迅速，社会开始分化，新

的社会阶层得到发育和成长。

其后，中国又用了 10 年的时间进行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

目标的创新性改革。这是一次经济体制的全面转型，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

由此进一步加快。这 10 年里，实施了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西部大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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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原始数据参见国家统计局编《新中国 60 年》，第 614、627 页。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一系列重大发展战略，经受住了异常复杂的国内外环

境的考验，提前实现“翻两番”的发展目标，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
按照有关部门提出的关于总体小康的评价标准衡量，2000 年，除了农民人

均纯收入、人均蛋白质摄入量、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基本合格以上县占比以

外，其余 13 项指标都满足了总体小康的要求。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从 1991
年的 53. 8%下降到 2000 年的 39. 4%，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从 57. 6%下降到

49. 1%，农村贫困人口按当时的口径减少了 2. 2 亿人。① 与此同时，经济的

改革发展引发了整体性的社会变迁: 人口增长实现根本转型②，社会结构发

生深刻变化; 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加快，教育、医疗等领域也相应进行了市

场化探索; 人口流动和社会分化加剧，城镇化提速，“三农”问题凸显，社

会建设依然滞后于经济建设的矛盾逐渐暴露出来。
再其后，中国用了 10 年的时间进行了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加快进行民

生建设的系统化改革。这 10 年里，陆续提出转变发展方式、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的发展目标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提出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要求，把社会建设纳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总体布局; 民生立法显著加快，民生政策密集出台; 针对社会结构

的深刻变化和快速转型，党和政府把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作为重要课题来

抓，不断健全社会管理格局，建设以公共财政为基础的服务型政府和公共

服务体系，基本公共品供给能力得到有效提高。这一时期，人民得到了更

多的实 惠，生 活 质 量 显 著 改 善。2012 ～ 2002 年，在 人 均 GDP 年 均 增 长

9. 9%的同时，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 9. 29%，农村居民人

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 8. 37%，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增速超过 1979 ～ 2011 年

7. 4%的年均增速，是历史上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城镇居民人均现金消费

支出从 6030 元增加到 16674 元，增长 1. 8 倍，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消费支出

从 1468 元增加到 5415 元，增长 1. 7 倍; 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从

37. 7%和 46. 2% 下降到了 36. 2% 和 39. 3%，分别下降 1. 5 和 6. 9 个百分

点。③ 随着居民收入增长和市场商品供应日趋丰富，居民消费升级快速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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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李文: 《从“小康社会”到“中国梦”》，《当代中国史研究》2014 年第 5 期。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口的增长一般会经历一个由高出生、高死亡、低自然增长的

传统型人口再生产类型，发展到高出生、低死亡、高自然增长的过渡型，然后向低出生、
低死亡、低自然增长的现代型转化的过程。这一时期，中国在人类历史上以最短的时间，

实现了向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长的重大转变，进入到现代型的人口再生产类型。
原始数据参见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 //data. stats. gov. cn /easyquery. htm? cn = C01。



进。人力资源相关指标也显示，一方面，这一时期中国居民整体受教育水

平显著提高，健康水平已处于发展中国家前列。但是，另一方面，社会建

设不能满足民众需求的矛盾依然突出，而且社会转型尚未完成，社会矛盾

复杂多样，社会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心理失衡和信仰危机，与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关系和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任重道远。

( 二) 横向对比显示的成绩和不足

社会史的视角看重的不是增长而是发展，当然这样的视角并不是社会

学家的专利。比如，对于新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进步，国际上一些经

济学家就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关于中国的基本事实是……它为每一个人提供了粮食、衣服和住

房，使他们保持健康，并使绝大多数人获得了教育，千百万人并没有

挨饿，道路旁和街道上没有一群群昏昏欲睡、目不识丁的乞丐; 千百

万人并没有遭受疾病的折磨……依此而论，中国的成就超过世界上任

何一个不发达国家。( 保罗·萨缪尔森: 《经济学》第 10 版，转引自沙

健孙《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观点》，《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
年第 9 期)

( 中国) 总的来说，创造了一个极为平等的社会。……由于中国是

一个低收入的国家，在总人口中只占少数的一部分人的收入还是极为

低微的。但是这部分人的生活水平，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同阶层的人

生活水平又高得多。……国家保证最低限度的粮食需要，小学入学率

很高，绝大部分人都可以享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和计划生育服务。结

果是，其他国家中极端贫苦的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比如饥饿、疾病、
高出生率、高婴儿死亡率、文盲，以及时刻担心沦为赤贫和成为饿殍，

在中国差不多消灭了。( 世界银行 1984 年经济考察团: 《中国: 长期发

展的问题和方案 ( 主报告)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第 42 页)

毛泽东时代取得的重要发展成果是消灭了所有重要的以财产为基

础的不平等，同时将农村内部以及城市内部的不平等大大缩短。工人

阶级取得了终身职业安全、优厚的津贴和福利，社会地位提高，人均

家庭收入略为提高。就全国来说，营养、平均寿命以及教育与健康水

平都大为提高。( 马克·薛尔顿: 《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台

湾社会研究丛刊》1991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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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即便在经济学界，通过新中国前 30 年的发展，人们也不能否认

一个基本事实，即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水平比较低的条件下也能够在推动

社会进步方面获得巨大成就。这样的观察视角与国际上发展观的演变其实

是相合拍的。人们已经注意到，经济增长要 “以人为本”，经济增长是手段

而不是目的，发展固然以增长为基础，但增长未必一定能够带来相应的发

展。基于这一理念，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1990 年开始提出由人口平均预期寿

命、教育和收入三个维度构成的综合评价指标即人类发展指数 ( HDI) 来全

面衡量社会进步，与单独使用国民总收入 ( GNI) 或国内生产总值 ( GDP)

相比，HDI 在考虑了经济增长因素的同时，还考虑了教育、卫生等对社会发

展的影响。从国际上看，通常一国社会发展水平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大致对

应，但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是一个突出的例外，其社会发展的世界排名远

远超过其经济水平的世界排名，① 而且是世界上两者名次差别最大的国家。
在改革前夕，中国按人均收入排在世界最贫穷国家之列，人口的过快增长

稀释了经济发展的成果，而人文发展却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1960 ～
1980，世界上从低人文发展水平上升到中等水平的国家不过十几个，中国就

是其中之一。更突出的是，在这十几个国家中，中国取得的进步最显著，

位次上升的幅度最大，取得了其他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难以企及的社会进

步，显示中国经济社会制度在促进人文社会进步上具有优越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依然是社会发展水平提升较快的国家。按照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2013 年人文发展报告》的口径测算，中国的人文发展指数

1980 年只有 0. 407，2012 年达到 0. 699，提升幅度在所有国家中排名靠前。
2012 年的世界排名已经高于东亚、太平洋地区国家以及金砖国家的平均值，

处于中等人文发展水平国家上游位置。新时期以来中国人文发展指数排名

的大幅提高，首先要归功于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年均

增长速度高达 9. 8%，比世界平均增速高出 7 个百分点。由于人口自然增长

率大幅下降，同期按照 PPP 计算的人均国民收入提高 14 倍，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经济体。其次就是要归功于计划经济时期打下的

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虽然在健康和教育方面同样成绩显著，人口平均

预期寿命增加近 6. 7 岁，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学龄儿童预期受教育年限分别提

高了 3. 8 年和 3. 3 年，居民素质得到大幅提高，但是这些成绩与计划经济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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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当然对这个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应当辩证地看，没有这个时期构建的独立的比较完

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经济腾飞就失去了物质基础。



期的提升速度相比是逊色的，与同期经济上的辉煌成就相比更是逊色不少，

社会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因之人文发展指数提升的速度已经明显不如改

革开放以前。
更进一步的观察显示，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几乎是一个人人都有基本

保障、人人都能享受发展成果的社会，人们的收入水平低但差距不大。从

世界上其他经济体的发展中也不难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即社会平等、社会

公平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变量。为此，近年来联合国对 HDI 的指标体系做了

进一步改进，其中就包括综合衡量不平等状况对社会进步产生的负面影响。
经过不平等调整，部分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排名发生显著变化。还是以中

国为例，2012 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在 187 个经济体中排名第 89 位，但

HDI 排名却比人均国民收入排名低 12 位。而在剔除收入指数后，中国的

HDI 排名下降了 5 位，跌落到世界第 106 位。可见，中国人文发展指数的提

高主要由经济高速发展拉动，与经济的高速发展相比，健康、教育等社会

方面的进步明显滞后，而且地区之间、城乡之间、阶层之间发展的不平衡、
不平等问题严重。这一现象可能是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社会发展的最大不同。
早在 2005 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当年的 《人类发展报告》中就明确指

出: “中国目前面临的挑战就是将其令人瞩目的收入增长转化为非收入方面

的人类发展的可持续增长。”①

总之，从 1949 年到 2012 年，新中国走过了 60 余年的光辉历程。这

60 余年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亿万人民团结一心、发奋图强、艰

苦奋斗，实现了社会全面进步，让一个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实现浴火重生，

“中国的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人民生活实现了从贫

困到温饱再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这不仅使中国彻底抛掉了 ‘东亚病

夫’的帽子，而且为人类战胜贫困、为发展中国家寻找发展道路提供了成

功的实例”。②

五 结语

以上便是对这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的粗略介绍。中国当代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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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2005 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中国人类发展指数排名升至第 85 位》， 《新华每日电讯》
2005 年 9 月 9 日。
习近平: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5 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 年 10
月 1 日。



会史的研究基础薄弱、方兴未艾，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的体系构建还

需要加深认识、不断摸索，没有先例可循，在两年左右的时间里创新性地

完成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 60 余年社会史的撰写对我们来说绝对是个挑战，

更何况还要求是一部简史，故只能是个粗线条的勾勒，不妥和不足之处欢

迎读者批评指正。
总结新中国 60 余年的社会发展历程，成就突出，问题也不少，但是除

了一个时期的工作失误和指导思想出现偏差以外，存在的问题大多是发展

不足、不平衡造成的，问题的解决过程便是不断发展的过程，不断进步的

过程。当代的中国正在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由农业大国转

向工业大国，由 “世界工厂”转向制造业强国，由粗放的外延式扩张转向

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绿色发展，加上城镇化、现代化、全球化、信

息化，这一切的一切都在给这个巨大的经济体带来日新月异的急速的变化。
因之，中国日日夜夜都在取得新的成就，也时时刻刻都在产生新的问题。
这当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是不平衡，一个是不平等，城乡的、区域的、不

同领域的、不同阶层的，这些都是中国未来发展中必须面对的挑战和难题，

也正是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顺利实现全方位转型的关键所在。
2013 年 6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

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

而且必须修好。要继续加强对党史、国史的学习，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

做好现实工作、更好走向未来，不断交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合格答卷。① 我们希望，这本《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的出版能够对丰富

国史、党史的学习有所贡献，也能够对推动中国今后的社会建设、社会转

型和社会发展提供一定的经验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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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人民日报》2013 年 6 月 26 日。



gravity of the situation and started to remedy，yet it was already one year late．
Therefore，this type of information response system，which featured that local
leaders personally reported to the supreme boss w ithout notifying State Council and
local government and resulted in serious consequences，was one of the reasons
why the situation got worse and worse．

Keywords: Three-Year Catastrophe; Report System ; Serious Fam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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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riting of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an
innovation in the making of discipline system and framework of social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China． This specific field focuses on the social development process，
features，and general rules of the PRC ． The term“social”is in its narrow sense，

paralleling w ith those of economic，political，cultural，mainly including such
aspects as social structures，social administration，social welfare，social life，social
mindset，and so on． Based on the basic contradiction of socialism at primary stage，

the social development history of the PRC could also be viewed as a history of
social construction focusing on people's livelihood，and then different phases could
be drawn upon this notation． Looking back to the sixty years of social
development，the PRC has gained a great deal of achievement yet encountered
certain amount of setbacks． Most of the setbacks were due to inadequate and
uneven development，while the solutions wer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process． It is hoped that the publishing of this work could make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CCP history as well as to the social
construction，social transformation，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general．

Keyword: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ocial
Construction; Social Development; Basic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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